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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奉阴违？非对称权力渠道中的弱势方行为研究
——基于权力合法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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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非对称权力营销渠道中数量占优的一方，弱势方对强势方权力行使的合法

性感知和行为反应是影响渠道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观察者视角的合法性理论，探究了权

力合法性对弱势方行为反应及营销渠道绩效的影响机制，试图从合作（服从）与非合作（机会

主义行为）两个角度全面描述弱势方行为。通过对283家样本企业的观察，本研究证明了权力

合法性对弱势方行为反应及营销渠道绩效的影响机制，同时观察到了权力合法性对弱势方服

从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不对称影响关系，并证实了“阳奉阴违”（高服从和高机会主义行为）现象

的存在性及对渠道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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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垂直型营销渠道大多具有权力不对称的特点（Subramani和Venkatraman，2003），其中在数

量上占优的弱势方的力量不容小觑。《荀子》有云，“水则载舟，水则覆舟”。Blau（1986）也指出，

“权力不平衡对于社会变化的意义取决于被统治者对权力行使的反应”。可以说，如果没有弱势

方的服从与支持，权力就没有办法真正地行使，甚至可以说并不存在（Bucklin，1973）。可见，面

对权力占优的强势方，弱势方对权力行使的接受与反应是影响渠道绩效的重要因素，理应引起

研究者的重视。

然而，现有的渠道权力研究更侧重于从强势方的角度讨论权力的获取、影响策略和控制机

制等，对弱势方的关注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对弱势方防御与对抗性机制的探讨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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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gar，1976；Heide和John，1988；Subramani和Venkatraman，2003；Zhan，2010）。对此，本文认为：

首先，从强势方视角出发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相对权力较少的弱势方；其次，视强势方

为敌的对立关系性假定有悖于关系营销的理念；最后，将非对称权力结构中的弱势方行为仅限

于防御与对抗也失之于简单化。实际上，只有在双方权力差距较小时，弱势方才有动力去抗争（Mulder，
1977），多数情况下，弱势方会在一定范围内接受和容忍强势方的权力控制（Bucklin，1973；
Hingley，2005）。

考虑到上述不足，本文旨在从新的视角切入非对称权力结构中的弱势方行为研究，关注弱

势方对权力行使的接受程度及后续行为反应对渠道绩效的影响过程，以及弱势方不同行为之

间的关系。权力合法性是弱势方对权力行使是否“必要、正当和恰当”的一种主观性感知，它反

映了弱势方对权力行使的接受程度（Suchman，1995；Blois，2010）。不同程度的合法性感知会诱

发弱势方合作抑或非合作的行为反应。其中，弱势方的合作行为多以服从形式体现（Kasulis和
Spekman，1980），它同时具备以目标为中心和以交易伙伴（强势方）为中心的合作行为特点

（Stern，1971）。同时，由于权力地位相距悬殊，弱势方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组织起有效力的防御

或对抗，因此其非合作行为更多地体现为于暗处进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机会主义行为（Brill，
1994；Das和Teng，1998），在集体目标之外追求个人目标和利益的最大化（Williamson，1985）。
服从与机会主义行为虽一正一负，但并不一定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事实上，它们是相互独立的−
高服从意愿并不意味着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Gilliland和Manning，2002；Kashyap等，2012）。换
句话说，弱势方极有可能公开表示服从但暗地里却从事机会主义行为，即表现出“阳奉阴违”的
行为反应。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研究的问题如下：第一，弱势方对权力的接受程度（权力合法性）如何

影响其对合作行为（服从）和非合作行为（机会主义行为）的选择？第二，不同类型的权力合法性

对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大小是否有所差异？第三，“阳奉阴违”行为（高服从和高机会主

义行为）是否真实存在？弱势方不同行为反应如何影响渠道绩效？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观

察者视角的合法性理论，将权力合法性分为实效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两类，探讨不同类型的权

力合法性对弱势方行为（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及渠道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讨论“阳奉阴违”现
象的存在性及影响。通过对283家样本企业的问卷调查，本研究证实了权力合法性对弱势方行

为反应及营销渠道绩效的影响机制，同时观察到权力合法性对弱势方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的

不对称影响关系，并证实了“阳奉阴违”现象的存在性及对渠道绩效的影响。

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第一，从合作导向研究弱势方问题，关注弱势方对权力的接受程度

（权力合法性）如何影响其自发性服从以及自觉控制负面行为（机会主义行为）的选择。以往的

研究或采用强势方视角研究权力，或立足于竞争导向研究弱势方如何防御或对抗强势方。与此

不同，本文更关注弱势方对权力的接受以及后续行为反应，由此为渠道权力及弱势方研究提供

了新的视角，从范围上扩展了现有的研究结论。第二，响应Grewal和Dharwadkar（2002）的建议，

并进一步将观察者视角的合法性理论引入营销渠道研究。在Grewal和Dharwadkar（2002）之后，

营销学者开始重视合法性理论对渠道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但迄今为止，研究者更偏重于组织

视角的合法性理论，对合法性理论的另一分支−观察者视角的合法性理论−重视不足。

由于观察者视角更适用于本文以弱势方为主体的研究情境，因此本文以这一视角的合法性理

论为基石展开研究，这有助于完善现有的营销渠道研究中合法性理论的研究视角，并提高合法

性理论在组织间关系研究领域的解释力。第三，对Gilliland和Manning（2002）以及Kashyap等
（2012）所提出的“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相互独立”假说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阳奉阴违”（即高

服从和高机会主义行为）现象的存在性，并探讨了前置变量对服从与机会主义行为的不对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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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效应，这有利于加深对渠道关系行为的理解。从管理实践的角度看，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为身

处该类渠道结构中的强势方企业提供有益的指导，帮助其在理解弱势方感知及行为的基础上

更好地促进渠道关系建设，提升渠道整体绩效水平。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合法性

对合法性（legitimacy）的研究源自于Weber，现在分现于制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两派。首

先，合法性是制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制度理论研究包括宏观及微观两大类（Suchman，1995；
Tilling，2004）。宏观的研究主要讨论某制度性结构如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成为被模仿的模板，

在这里合法化和制度化是两个同义的概念（Suchman，1995），都指代法律、观念、文化与社会期

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而合法性是指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

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周雪光，2003）；而微观的研究则以组织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地，根据研

究视角的不同，微观视角又可继续分为两派：一派持组织视角，将合法性定义为一种操作性资

源，研究组织如何通过采纳某些“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或行为来建立、维持、扩展和防护自身

的合法性（如Kumar和Das，2007；李新建等，2012）；另一派则持观察者视角，将合法性定义为观

察者对某一组织及其行为是否“必要、正当和恰当”的感知（Suchman，1995），继而研究观察者

合法性感知的形成及影响机制。除制度理论外，社会心理学也关注合法性问题，其对合法性的

定义与上述观察者视角相似，都倾向于从“个体感知”的角度界定合法性（Tyler，1997）。社会心

理学与制度理论中观察者视角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制度理论关注组织间关系中的合法性研

究，而社会心理学对合法性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组织内部；第二，制度理论更多地关注组织层

面的合法性形式，而社会心理学则对个体层面的合法性形式更感兴趣。2011年，Tost作为集大

成者，将上述两派的合法性研究整合在一起，提出了综合性研究框架（见表1）。
 

表 1    本文对权力合法性的分类、界定及与前人研究的对应关系

本文 Suchman Tyler Tost
实效合法性
弱势方基于“自利”标准
的合法性感知，主要是看
强势方是否能够提高某
项物质利益或达到某个
目标

实效合法性
基于观察者的自利性算
计，即认为对方可以为自
己带来价值

实用合法性
某个体或组织认为另一
组织能够提高其物质利
益或达到某个目标时，会
认为对方是具有实用合
法性的

实用合法性
某个体或组织认为另一
组织能够提高其物质利
益或达到某个目标时，会
认为对方是具有实用合
法性的

道德合法性
弱势方基于被强势方对
待的方式（是采用独裁和
高压的手段还是充分尊
重对方的自主权）而产生
的合法性感知

道德合法性
组织行为是否是“正确的
事”，反映了观察者对组
织积极的规范性评价，是
一种社会性依赖

关系合法性
某个体或组织认为另一
组织承认其社会身份及
自我价值时，会认为对方
是具有关系合法性的

关系合法性
某个体或组织认为另一
组织承认其社会身份及
自我价值时，会认为对方
是具有关系合法性的

道德合法性
某个体或组织认为另一
组织的做法与自己的道
德及伦理价值取向一致
时，会认为对方是具有道
德合法性的

 
 

2002年，Grewal和Dharwadkar首次指出了合法性理论对营销渠道研究及实践的重要意义，

在此基础之上，后续研究持续关注合法性与渠道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如Ren等（2010）以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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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冲突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强迫不对称和理念传递这两种合法性策略对渠道关系绩效的

影响，而李新建等（2012）先通过非结构化个人访谈法分析了实效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认知合

法性的形成机制，接着用问卷调查法实证检验了这三种合法性对经销商的服从、制造商的集权

决策程度、经销商对制造商的信任以及经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另外，Deligonul等
（2013）选择宜家（IKEA）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探究供应商网络是如何被转化为宜家的异质性资

产从而获得实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的。Jia和Wang（2013）从管制、规范和认知文

化三个方面列举了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特点，并提出这些特点与渠道研究中的关系（guanxi）、
信任和依赖之间联系的若干命题。而熊会兵等（2010）则证实了合法性在企业战略与经济绩效

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以上研究均从组织角度研究合法性的构建策略，除此之外，还有少数观察

者视角的合法性研究：Marion（2006）讨论了营销意识的合法性问题；Blois（2010）描述了组织

间关系中弱势方视角下的权力合法性问题，认为弱势方对强势方权力行使的合法性感知会影

响双方关系的“氛围”，进而影响到双方的合作结果。但上述观察者视角的合法性研究仅停留在

理论推导阶段，既未能就合法性的分类进行深入探讨，也未能对合法性对渠道绩效结果的影响

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二）权力合法性

当处于同一渠道网络中时，弱势方（观察者）得以近距离观察强势方使用权力的行为，进而

形成其权力行使是否“必要、正当和恰当”的感知，这即是权力合法性（the legitimacy of power）。
综合Suchman（1995）、Tyler（1997）和Tost（2011）的看法，结合本研究的背景，本文将权力合法

性分为实效合法性（pragmatic legitimacy）和道德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两类（见表1）。
Suchman（1995）、Tyler（1997）和Tost（2011）三位学者在实效合法性的界定上观点一致，都

认为实效合法性是弱势方基于“自利”标准的合法性感知，它是基于强势方及其行为是否能够

提高弱势方的某项物质利益或达到某个目标而做出的判断。在对道德合法性的界定上，学者们

的观点稍有分歧。Tost（2011）将道德合法性限于对道德和伦理本身的评估；而Suchman（1995）
的定义相对更宽泛，涵盖了组织行为中所有“正确的事情”。但“正确”与否的评价与评价者的立

场和评价标准相关，应根据研究情境进一步具化。另外，Tyler（1997）和Tost（2011）将关系合法

性界定为一方承认和尊重另一方的社会身份及自我价值。Kibler和Kautonen（2016）认为这一定

义更适用于道德合法性，并使用“剥削”这一字眼，将道德合法性定义为企业是否采用了独裁和

高压的手段欺凌弱势方。鉴于研究情境的类似性，本文采纳Kibler和Kautonen（2016）的观点，将

Suchman（1995）对道德合法性的定义具化为弱势方基于被强势方对待的方式（是采用独裁和

高压的手段还是充分尊重对方的自主权）而产生的合法性感知。弱势方认为强势方在交往过程

中能尊重己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自己看成是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而非下级时，就会认为对

方具有道德合法性。

（三）权力合法性与服从

实效合法性是自利导向的合法性感知，高实效合法性意味着弱势方承认在与强势方的合

作中获得了物质利益或者帮助己方达成了目标，而这将从互惠驱动的回报责任感（推力）和增

加服从吸引力（拉力）两个方面影响弱势方的服从。首先，互惠性的利益交换是组织合作关系中

的基本法则（Gilliland和Manning，2002）。如果弱势方认为自己从强势方处得到明显可见的利

益，他们就会产生回报责任感和义务感，但弱势方由于资源不足而无法给出相等的回报，因此

常将服从行为作为一种对强势方所给予利益的替代性回报（Blau，1986），这本质上同样是一种

互惠行为。其次，实效合法性会增强服从的吸引力。传统的权力理论认为B对A的依赖会增强

A对B的权力（DBA=PAB）（Emerson，1962），而我国学者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权力依赖关系，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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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会带来依赖（“找靠山”）（Zhuang和Zhou，2004）。强势方拥有的权力越多，越能提供更具诱惑

性的利益，弱势方的实效合法性感知就越强，利益上的诱导增加了服从行为的吸引力（Bucklin，
1973），因此弱势方愿意依附于这座“靠山”的意愿就越强，服从意愿也就越强。

道德合法性是弱势方基于被强势方对待的方式而产生的合法性感知。低道德合法性反映

出弱势方行为被强势方所控制的高压力感。但独立的个体，不论权力地位如何，本质上都期待

决策独立和行为自主掌控（Hunt等，1987）。如果弱势方认为强势方的控制与束缚过强且非必

要，他们就会产生独立性和自主性被剥夺感（John，1984），进而产生逆反心理（Kashyap等，

2012），最终服从意愿降低。

最后，服从是需要成本的，这既包括物质上的付出（如为配合强势方的新市场政策而支付

的培训费用和渠道调整费用等），也包括心理上的克服与适应（如已习惯传统销售方式的经销

商被要求使用新的商品展示手段和支付方式）。由此看来，在逐利的商业关系中要提升弱势方

的服从意愿，提供更多的利益这种实在的“硬通货”要比“正确对待”这种“软”行为更为有效。因

此本文认为，相对基于行事正当性判断的道德合法性来说，强调利益所得的实效合法性更易促

进弱势方的服从，它是导致弱势方服从的首要和最重要的条件。

故而本文提出假设：

H1：（a）实效合法性和（b）道德合法性都正向影响弱势方的服从，但（c）实效合法性对服从

的正向影响作用要强于道德合法性对服从的正向影响作用。

（四）权力合法性与机会主义行为

实效合法性会从正反两方面抑制弱势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方面，高实效合法性会激发关

系中的互惠意愿和长期合作意愿，由此提高弱势方自觉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Joshi和
Stump，1999）。另一方面，实效合法性越高，失去与强势方合作关系的成本就越大，而正如

Morgan和Hunt（1994）所指出的，“（一方）预期的关系终结成本会使得该关系被（该方）认为是

重要的”，关系对弱势方的意义提高了弱势方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机会成本。当从事机会主义

行为所带来的预期损失大于预期收益时，出于对预期损失的恐惧与回避，弱势方会约束自己的

机会主义行为。

低道德合法性反映出弱势方感受到的高自主权丧失程度，进而驱使弱势方采取某些行为

以抗衡这种压迫（Brehm，1966），甚至报复这种压迫（Morrison和Robinson，1997）。这些行为可

能是公开和直接的（如公然拒绝服从），也可能是隐蔽的蓄意破坏或者干脆不作为，机会主义行

为即属于这种隐蔽的反抗行为（John，1984）。另外，在被严密控制的情况下，个体会对这种层级

控制产生心理上的抵触感，这时即使是最诚实的个体也倾向于对监督者撒谎和实施欺骗

（Kramer，1999）。
虽然实效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均属于观察者（弱势方）对权力行使是否“必要、正当和恰

当”的一种内在感知，但如做更细致的区分，前者更倾向于是受外部“利益”刺激后的反应性感

知，而后者则是在“被‘正确’对待下”和“受尊重”的前提下对对方权力的接受与认可的内部化过

程（Weber等，2002）。相对而言，内部化的认可要比外部刺激更易引发弱势方对于公平行事的

承诺（John，1984）。另外，由于机会主义行为往往在暗处进行，对于行为实施方来说，可能最好

是对方永远不会发现，以便在不被惩罚和报复的情况下长期满足私利。那么，要在以为对方无

法察觉（虽然实际可能并非如此）之时依然保持“慎独”，基于被强势方“正确”对待的前提试图

以公平报之的道德认同要比利益上的引诱更为有效，更能够促使弱势方自我约束和控制机会

主义行为（Crosno和Dahlstrom，2008）。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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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a）实效合法性和（b）道德合法性都负向影响弱势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但（c）道德合法

性对机会主义行为的负向影响作用要强于实效合法性对机会主义行为的负向影响作用。

（五）服从与机会主义行为

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高服从并不意味着低机会主义行为（Gilliland
和Manning，2002；Kashyap等，2012）。弱势方可以一边明面上遵循强势方的要求办事，但另一

边却暗地里投机取巧为自己获利；同样，低服从也不一定伴随着高机会主义行为，这也可能源

于自身能力不足以按要求行事，或者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因此，高服从和高机会主义行为可

以同时并存，即存在“阳奉阴违”的可能。

本文将弱势方按其行为分为四种类型

（如图1所示）：（1）阳奉阴违者，指会同时表

现出高服从和高机会主义行为的个体；

（2）模范“公民”，指高服从/低机会主义行

为个体；（3）叛逆分子，指低服从/高机会主

义行为个体；（4）低服从/低机会主义行为

同时存在的情况。弱势方的低服从水平不

一定伴随着高机会主义行为（Kashyap等，2012），弱势方在下列情况下可能无法服从或拒绝服

从，例如缺乏履行强势方的要求所必需的资源，对强势方的要求理解不清，或者认为强势方的

要求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背地里用不正当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机

会主义行为）。考虑到低服从/低机会主义行为出现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或者外部环境因素限制，

而非本文所关注的权力合法性问题，本文不将其纳入讨论范畴。

在非对称权力渠道结构中，数量上占优的弱势方通常在地理上相对分散，有各自的目标和

生存环境，由此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处事经验，这会带来协调的困难，增加冲突发生的可能

性（Hewett和Bearden，2001）。在此情境下，渠道绩效水平的提高，更需要渠道成员的通力合作，

即各成员都展现出愿意为共同的关系利益而调整自身计划的意愿，从而实现行为上的高度统

合（Kumar等，1992），以共同解决问题。由此本文认为，服从作为合作行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

式，可以降低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并最终导致渠道绩效水平的提高。

机会主义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背叛行为（Muris，1981），一方期待其合作伙伴可以按规定办

事，践行承诺，履行正式合同及隐形契约，但后者却辜负了上述期望，背地里采用欺诈手段，不

惜损人以为己方谋利。在非对称权力渠道结构中，如果强势方察觉到弱势方的这种背叛行为，

就会引发关系中的破坏性冲突（Skarmeas，2006），继而影响渠道绩效水平（Palmatier等，2007）。
另外，即使强势方并没有察觉到弱势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暗地的负面行为也会使渠道系统

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监管，造成双方沟通与信息交换不畅，强势方无法得知来自于市场（当制造

商为强势方时）或行业（当终端零售商为强势方时）的真实信息，因此无法就环境变动做出正确

而及时的反应，最终会降低渠道绩效水平（Mohr等，1996）。
基于以上逻辑，服从正向影响渠道绩效而机会主义行为负向影响渠道绩效，因此，在上述

三种分类中，模范“公民”、阳奉阴违者和叛逆分子所在渠道的绩效水平呈依次递减的关系。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3：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共存，即存在“阳奉阴违”（高服从/高机会主义行为）现象。

H4：在三种类型中，模范“公民”所在的渠道绩效水平最高，阳奉阴违者所在的渠道绩效水

平次之，叛逆分子所在的渠道绩效水平最低。

阳奉阴违者

高

高

低

低

服从

机会主义行为

叛逆分子

模范“公民”

（能力或环境原因）

 
图 1    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

 

阳奉阴违？非对称权力渠道中的弱势方行为研究
99



三、  研究设计

（一）抽样方法与样本分布

本研究使用推荐抽样的方法向401家渠道企业搜集信息，其中，118份问卷因依赖不对称程

度不符合研究要求①和题项漏填等原因作无效处理，最终有效样本数为283。样本以小型企业

居多，拥有50人及以下员工的企业数量占到总样本数的73.5%，主要从事食品/饮料/酒、药品/医
疗设备/医疗器械以及日用百货的销售。49.8%的样本企业成立于2000—2009年间，38.2%的样

本企业与其供应商已合作10年以上。另外，样本报告的总依赖水平均值为5.64，标准差为1.122，
依赖不对称程度全部为正值，均值为0.76，标准差为0.598。这反映了样本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

属于高度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权力结构关系（Gulati和Sytch，2007），并且，样本企业在其中处

于权力弱势地位，即本研究所界定的弱势方。

另外，对问卷填写者职位的调查结果显示，81.6%的问卷是由总经理或部门负责人填写

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研所得之信息可以真实地反映样本企业的现实情况。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形成变量的测量题项，并经由翻译和回译过程确保含义准

确。测量时采用Likert五点量表形式（渠道绩效除外），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

同意”。
权力合法性量表采自Thomas（2005）、Díez-Martín等（2013）、John（1984）和Tyler（1997）等

的相关量表，并结合其他研究量表调整而成。其中，实效合法性量表包含五个项目，举例项目为

“因为该厂商②的缘故，我们在竞争中更占据优势”，其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0.845，
五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χ2/df=1.235，RSMEA=0.029；RMR=0.011；GFI=0.995；
NNFI=0.996；CFI=0.999）。道德合法性量表也由五个项目组成，例如“生意上的很多事我们都不

能自己做主，必须要请示该厂商（负向）”，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3，五因子模型也具有良好的

聚合效度（χ2/df=2.959，RSMEA=0.083；RMR=0.019；GFI=0.987；NNFI=0.965；CFI=0.989）。
服从是弱势方为了维持现有关系而公开显露的主动遵守强势方所制定的规则、程序、要求

及命令等行为（Brill，1994；Kashyap等，2012）。本文使用Payan和McFarland（2005）以及Davies等
（2011）的量表测量服从，共包含四个项目，举例项目为“在生意上，只要是该厂商想让我们做的

事，我们都非常愿意去配合”。服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1，并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χ2/df=0.731，RSMEA<0.001；RMR=0.005；GFI=0.997；NNFI=1.005；CFI=1.000）。机会主义行为

是指在背地里用不正当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包括违反正式合同、社会规范以及非正式协

议，这里的不正当手段包括撒谎、偷窃、欺骗，故意提供不完整或有误的信息去误导、扭曲、隐

瞒、扰乱，以及其他迷惑对方的隐蔽手段（Williamson，1985）。本文使用John（1984）、Joshi和
Arnold（1998）以及Rokkan等（2003）的量表测量机会主义行为，包含四个项目，举例项目为“我
们有时会夸张或隐瞒部分事实，以便从该厂商那里得到我们想要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0.828，且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χ2/df=3.258，RSMEA=0.089；RMR=0.020；GFI=0.989；
NNFI=0.967；CFI=0.989）。

①本文的研究情境是非对称权力渠道结构，基于依赖与权力的对应关系（Emerson，1962），又可称为依赖不对称渠道结构。在取样时，本
文依据Casciaro和Piskorski（2005）以及Gulati和Sytch（2007）等学者的做法，用样本企业对其供应商的依赖水平（DB）减去供应商对样本企业的
依赖水平（DS）。当值为正时，就认为样本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的权力结构属于非对称权力结构，且样本企业是其中的弱势方。文中的“依赖不
对称程度不符合研究要求”是指所计算出的值为负的情况，此时样本企业属于非对称权力结构中的强势方。

②Payan和McFarland（2005）以及Davies等（2011）的原量表中所用的是“供应商”字样，但在前期量表设计时的小规模经验性调查中，一位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提到，对于许多经销商来说，他们习惯于称呼他们上游的供应商为“厂商”而不是更学术化的“供应商”，为提高调查对象对
调查问卷的理解与配合，我们采纳了该管理人员的观点，将所有量表中的“供应商”改为“厂商”，特此说明，并在此感谢这位管理人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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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绩效又称为关系绩效，被用于描述渠道系统而非单个企业的整体效能和效率（Selnes
和Sallis，2003），是渠道系统功能执行情况、渠道治理水平以及渠道健康状态的指向标。本文结

合Webb和Hogan（2002）以及Palmatier等（2007）的观点，同时使用结果评估和整体财务绩效来

测量渠道绩效，共包含五个项目，如“如果让您给贵公司和该厂商过去一年的合作结果评分，您

觉得应该是”。渠道绩效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5，且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χ2/df=0.916，
RSMEA<0.001；RMR=0.006；GFI=0.995；NNFI=1.001；CFI=1.000）。

以往研究表明，渠道绩效会受到依赖程度（Palmatier等，2007）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

（Claro等，2003；Yang等，2012）。因此，研究者选取总依赖程度、依赖不对称程度和环境不确定

性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在测量时，依赖程度量表是根据Joshi和Stump（1999）以及Palmatier
等（2007）所设计的量表翻译而成的，包括经销商对供应商的依赖（DB）以及供应商对经销商的

依赖（DS）两部分。同时，借鉴Casciaro和Piskorski（2005）、Gulati和Sytch（2007）等的做法，将总依

赖水平取两者之和（DB + DS），而依赖不对称程度取两者之差（DB −DS）。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则使用杨卓尔等（2016）的量表，共计五个项目。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与区分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on单因素检验法判断是否有共同方法偏差的存在。对所有变量（五个研

究变量和三个控制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有8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总的方

差解释率为66.18%，其中最大的因子方差解释率为19.61%，未超过50%的阈值标准，因此认为

本研究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根据侯杰泰等（2004）的建议，本研究对5个研究变量进行不同组合的测量模型间比较，以

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基准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备选模型，在简约

度上亦优于备选模型。另外，基准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且达到标准。这表明，五因子模型能更好

地代表本研究所测量的因子结构，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RSMEA RMR GFI NNFI CFI AIC
M0（五因子） 566.094 220 2.573 0.075 0.041 0.843 0.866 0.883 678.094
M5（四因子） 893.912 224 3.991 0.103 0.061 0.743 0.745 0.774 997.912
M4（四因子） 1 060.503 224 4.734 0.115 0.088 0.714 0.682 0.718 1 164.503
M3（三因子） 1 399.751 227 6.166 0.135 0.101 0.636 0.560 0.605 1 497.751
M2（二因子） 1 624.986 229 7.096 0.147 0.106 0.604 0.481 0.530 1 718.986
M1（单因子） 1 960.053 230 8.522 0.163 0.110 0.557 0.365 9 0.418 2 052.053

　　注：（1）n=283；M1为单因子模型（PL+ML+COMP+OPPO+PER）；M2为二因子模型（PL+ML+
COMP+OPPO；PER）；M3为三因子模型（PL+ML；COMP+OPPO；PER）；M4为四因子模型（PL+ML；
COMP；OPPO；PER）；M5为四因子模型（PL；ML；COMP+OPPO；PER）；M0为五因子模型（PL；ML；
COMP；OPPO；PER），是基准模型。（2）PL=实效合法性；ML=道德合法性；COMP=服从；OPPO=机会主义
行为；PER=渠道绩效。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呈现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可以看出，本研究关键变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均小于0.5，且正负与之前研究推测的关系方向一致，为后文的假设验证提供了初步

的支持。另外，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低度负相关关系（r=−0.258，p<0.01），这一结

果与Gilliland和Manning（2002）以及Kashyap等（2012）的发现一致，初步支持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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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1.PL 3.74 0.650 1
2.ML 3.48 0.727 0.200** 1
3.COMP 3.65 0.531 0.433** 0.176** 1
4.OPPO 2.64 0.768 −0.138* −0.261** −0.258** 1
5.PER 3.44 0.576 0.445** 0.237** 0.318** −0.223** 1
6.TOTAL 5.64 1.122 0.106 −0.201** 0.085 0.147* 0.186** 1
7.ASYM 0.76 0.598 0.093 0.125* 0.097 −0.160** 0.140* 0.026 1
8.UNCERT 3.80 0.693 0.374** 0.040 0.309** −0.078 0.203** 0.036 0.054 1
　　注：（1）PL=实效合法性；ML=道德合法性；COMP=服从；OPPO=机会主义行为；PER=渠道绩效；
TOTAL=总依赖程度；ASYM=依赖不对称程度；UNCERT=环境不确定性。（2）n=283；*表示p<0.05，**表示
p<0.01。
 
 

（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回归分析法检验H1a、H1b、H2a和H2b，结果如表4所示：实效合法性对服从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M2：β=0.336，p<0.001），H1a得到验证；道德合法性对服从有正向影响作

用（M2：β=0.109，p=0.05），根据庞皓（2010）的观点，当p=0.05时，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道德合

法性对服从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H1b得到验证。然而，实效合法性对机会主义行为的负向影

响作用（H2a）没有被证实（M4：β=−0.085，p>0.05）；但道德合法性对机会主义行为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作用（M4：β=−0.202，p<0.01），H2b得到验证。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COMP OPPO PER
M1 M2 M3 M4 M5 M6

TOTAL 0.072 0.064 0.154** 0.120* 0.176** 0.188**

ASYM 0.079 0.041 −0.160** −0.128* 0.126* 0.081
UNCERT 0.302*** 0.174** −0.075 −0.035 0.190** 0.112

PL 0.336*** −0.085
ML 0.109a −0.202**

COMP 0.215***

OPPO −0.173**

R2 0.107 0.228 0.054 0.105 0.089 0.176
调整R2 0.097 0.214 0.044 0.089 0.079 0.161

ΔR2 0.107 0.121 0.054 0.051 0.089 0.087
ΔF 11.132*** 21.721*** 5.301** 7.951*** 9.092*** 14.594***

　　注：（1）PL=实效合法性；ML=道德合法性；COMP=服从；OPPO=机会主义行为；PER=渠道绩效；
TOTAL=总依赖程度；ASYM=依赖不对称程度；UNCERT=环境不确定性。（2）n=283；*表示p<0.05，**表示
p<0.01，***表示p<0.001，a表示p=0.05。
 
 

t = (¯PL ¡ ¯PL)=SE ¯PL¡¯PL
= 2:527 » t(277)

本研究使用Cohen等（2003）所推荐的方法验证H1c和H2c。根据方程M2所拟合的结果，计

算出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阅t分布表可知

p<0.05，因此拒绝原假设，认为实效合法性对服从的正向影响（β=0.336）确实显著强于道德合

法性对服从的正向影响（β=0.109），H1c得证。由于实效合法性对机会主义行为的负向影响作用

没有被证实（H2a不成立），因此H2c无法验证。

最后，本研究使用两步聚类分析和F检验对H3和H4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当聚类个数为

3时，其BIC变化率（0.595）和距离测量比（2.606）都大于其他分组方案，因此可认为分为三组是

最优的聚类方案。进一步地，从服从均值、机会主义行为均值及与总样本均值的比较情况，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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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中的“阳奉阴违者”（n=83）、“模范‘公民’”（n=115）和“叛逆分子”（n=85）（如表5所示）。由此，

本研究证实了高服从和高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同时出现，即弱势方中确实存在阳奉阴违现象，

H3得证。
 

表 5    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聚类结果——聚类数为3

聚类 样本个数 比例（%） COMP OPPO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阳奉阴违者 83 29.3 3.90（高） 0.284 3.34（高） 0.461
模范“公民” 115 40.6 3.92（高） 0.360 1.95（低） 0.446
叛逆分子 85 30.0 3.02（低） 0.356 2.89（高） 0.556
总样本 283 100.0 3.65 0.531 2.64 0.768

　　注：n=283；COMP=服从，OPPO=机会主义行为。
 
 

另外，研究证实服从对渠道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M6：β=0.215，t=3.597，p<0.001），
而机会主义行为对渠道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M6：β=−0.173，t=−2.992，p<0.01）。进一步

地，F检验的结果证实了上述三组样本企业所在渠道的绩效有显著差异[F（2，280）=21.746，
p<0.001]。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模范‘公民’”所在渠道的绩效（M=3.66；SD=0.487）显著

高于“阳奉阴违者”所在渠道的绩效（M=3.44；SD=0.496），其均值差为0.21，p<0.01；而“阳奉阴

违者”所在渠道的绩效又显著高于“叛逆分子”所在渠道的绩效（M=3.14；SD=0.635），其均值差

为0.30，p<0.001；“模范‘公民’”所在渠道的绩效也显著高于“叛逆分子”所在渠道的绩效，其均值

差为0.51，p<0.001。由此，H4得证。

五、  讨论与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非对称权力营销渠道为研究背景，选择弱势方视角切入，基于观察者视角的合法性

理论，研究权力合法性对弱势方行为反应乃至渠道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

之间的关系。通过对283家样本企业的观察，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弱势方会基于权力合法性自我调整行为（服从或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影响渠道绩效

水平。在与强势方近距离合作的过程中，弱势方以观察者的视角感知强势方权力行使的实效合

法性和道德合法性水平，据此调整己方的服从或机会主义行为，并进一步影响到渠道绩效水

平。这与Frazier和Rody（1991）的结论互为映像。现有的渠道研究对于权力结构的非对称性与渠

道结果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一方认为非对称的权力结构中更易产生冲突，关系更不稳定

（如Stern和Reve，1980；Anderson和Weitz，1989；Frazier等，1989；Johnsen和Ford，2002等），但另

一方则有相反的结论（如Hingley，2005；Gilliland等，2010）。这样的分歧令人困惑。对于此，

Frazier和Rody（1991）从强势方视角出发，认为非对称权力结构中是否会实现稳定和高绩效结

果，关键在于强势方是否会自我约束和控制权力的行使。而本文则从弱势方视角出发，证明了

权力合法性是影响非对称权力关系中弱势方行为选择以及渠道绩效结果的重要因素：当弱势

方认为强势方的权力行使具有合法性时，他们会进行心理状态的自我调整，体现为更愿意接受

强势方的影响，降低反抗意愿，并将强势方的命令与要求内化为自身需要遵守的规则（Lusch和
Brown，1982），从而提高服从意愿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并最终促进渠道稳定与绩

效提高。更进一步地，与依靠外部力量（如强制命令或正式合同）推动行为改变相比，这种基于

合法性判断的自发及自控行为所需治理成本更低，且更有效率（Poppo和Zenger，2002）。
第二，不同的权力合法性对弱势方行为反应的影响效应大小不同：相对于道德合法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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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合法性更易激发弱势方的服从行为，但却无法抑制弱势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道德合法

性则可有效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这一发现首先可归结到企业的逐利性特点：与强调尊重和自由

的道德合法性相比，基于利益评估的实效合法性更能激发弱势方的公开服从行为。这与

Zhuang和Zhou（2004）的观点一致，他们将其归结为“傍靠山”现象−靠山越强，弱势方越倾

向于向强势方展露公开的恭顺与服从，尽管可能要付出自由和自尊被践踏的代价。另外，这一

结论也揭示了道德合法性（而非实效合法性）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非对称权力营销

渠道结构中，如果强势方明明具备强制和压迫弱势方的能力，但却选择以一种尊重而友好的方

式行事−“非不能也，实不为尔”，此时，虽说自利仍是弱势方的第一经济原则，但作为社会

性个体，公平原则会驱使弱势方在一定程度上收敛自己主动恣意的欺诈行为，即实现了其对机

会主义行为的自我控制，而这也与John（1984）以及Crosno和Dahlstrom（2008）的看法一致。

第三，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确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变量，且存在“阳奉阴违”（高服从和高机

会主义行为并存）的可能。另外，服从与机会主义行为不同高低组合的渠道绩效水平呈现出显

著差异。这与Gilliland和Manning（2002）以及Kashyap等（2012）的判断一致。他们在逻辑上推导

了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作为独立变量的可能，而本文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结合这一结论，

本文认为对营销渠道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跳出“非黑即白”的单线思维束缚，从更为复杂的层面

考虑组织间合作。

（二）理论意义与管理启示

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首先，以往的渠道权力研究大多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或社会交换

理论，从强势方角度研究权力的获取及运用；而为数不多的弱势方研究则秉承竞争导向，着力

于对弱势方如何防御及对抗权力的探讨。与此不同，本文从弱势方的合作导向（对权力的接受、

自发性服从和自觉控制负面行为）出发，重新解读了非对称权力结构中的渠道关系，其结论有

助于扩展和丰富现有的营销渠道权力及弱势方研究。其次，Grewal和Dharwadkar在2002年开创

性地将合法性理论引入营销渠道研究，为营销渠道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但后续研究多采用组

织视角的合法性理论，关注某渠道组织如何建立、维持、扩展和防护自身的合法性。本文综合制

度学派和社会心理学派对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将观察者视角的合法性理论引入营销渠道

研究，从弱势方感知的权力合法性角度研究非对称权力渠道关系，从而扩大了合法性理论在营

销渠道研究中的应用范围，提高了合法性理论的解释力。最后，Gilliland和Manning（2002）以及

Kashyap等（2012）虽已将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视为相互独立的变量，但未提供实证证据。本研

究首次实证检验了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独立性，以及阳奉阴违（即高服从和高机会主义

行为）的存在可能，并探讨了前置变量对服从与机会主义行为的不对称影响效应，这有助于加

深对营销渠道中关系行为的理解。

在指导渠道管理实践方面，考虑到权力合法性对弱势方行为反应及渠道绩效的重要影响，

本文对渠道领导者（强势方）提出重要警示：即使拥有绝对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因此而为所欲

为，反之，应充分重视弱势方对权力行使的合法性感知（权力合法性），提高弱势方的实效合法

性与道德合法性评价，以激发弱势方的自发性服从和对负面行为的自我控制，这样才能以更低

的成本实现更有效率的渠道控制。另外，由于不同的权力合法性对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影响效

应的大小不同，在渠道合作中，强势方所提供的利益水平更多地对提高弱势方服从有效，而要

抑制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则需要更多地提高自身行为的“正确性”，否则就会有弱势方“阳奉

阴违”的可能。“阳奉阴违”本质上是一种弱者的反抗，是表面服从之下对自身利益的暗地争取，

这一行为很难被察觉，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渠道绩效水平，应引起渠道领导者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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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虽然研究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是本研究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另外，为

扩展和深化该领域研究，研究者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学者投身于此，因此也基于本研究提出若

干可能的研究方向以供参考。

首先，调查总体的选取问题。基于抽样和统计上的考虑，本研究的调查总体只限于在非对

称权力渠道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经销商。但在实践中，非对称权力渠道结构的弱势方角色并

非只限于经销商。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将调查总体固定于在非对称权力渠道结构中处于

弱势地位的供应商，以检验本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和适用性。

其次，强势方权力策略与权力合法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权力合法性形成之前，强势方权

力策略是如何影响弱势方的权力合法性感知的？而强势方又该采取怎样的权力策略来引发弱

势方的实效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感知？由于认知可能存在的偏差，强势方即使使用的是强制性

权力，也有可能引发弱势方较高的实效合法性甚至道德合法性感知，那么这其中存在哪些因素

的干扰？这些问题都值得未来的研究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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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Most of the marketing channel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asymmetry, among
which the power of the weakers in quantity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channel power focuses on the power acquisition, influence strategy and control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ronger, and pays less attention to the weaker. Among these few studies on the
weaker, most of them follow the perspective of taking the stronger as the enemy,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fense and confrontation mechanism of the weaker, but fail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acceptance and cooperation behavior of the weaker to the exercise of power.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chooses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weaker and the
cooperative orientation. Based on the legitimacy theory of the observer’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ower legitimacy of the weaker, that is, whether the weaker’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the power
exercise behavior of the stronger is “necessary, appropriate and appropriat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behavior choice of the weaker and even the channel performance variable, and focuses on
the complex aspect of cooperation（compliance）and non-cooperation（opportunism）in the reaction
behavior of vulnerable parties.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legitimacy
of power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effectiveness legitimacy and moral legitimacy. How do different
types of power legitimacy affect the weaker’s choice of cooperative behavior（compliance）and non-
cooperative behavior（opportunism）? Second, are there differences in the magnitude of the above
effects? Third, are compliance and opportunism independent variables? How do different types of
high/low compliance and opportunism affect channel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83 sample enterprises, this study draws the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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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First, the weaker will adjust itself（compliance or opportunism）based on the legitimacy of
power, and then affect the channel performance level. Seco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legitimacy of
power on the behavior of the weaker is different. The effect of actual validity on compliance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moral legitimacy. Although this study cannot reject the original
hypothesis that there is no（linear）effect on opportunistic behavior, it can prove that moral legitimacy
doe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opportunistic behavior. This result can reflect the asymmetric
nature between the effect of effectiveness legitimacy and moral legitimacy on opportunistic behavior to
a certain extent. Third, compliance and opportunism are two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comply in public but oppose in private”, that is, the high compliance and the high
opportunism coexist. In addition, the channel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compliance and
opportunism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types of behavior, the channel
performance of “comply in public but oppose in privat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high
compliance/low opportunism behavior, and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low compliance/high
opportunism behavior. This paper provides in-depth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weaker’s acceptance of
power and corresponding response behavior, which is helpful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marketing channel management.

Key words: asymmetrical  power channel; the weaker; the legitimacy of  power; compliance; 
opport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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